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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象山心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自信的性格、严格的家教以及早年的人伦实践

构成陆象山为人的主体基础，而孟子思想是其走向社会的精神资源。朱子成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

者，主要取决于《近思录》与《四书集注》的编撰对科举制的适应及其对佛禅之学全面的抗衡与取代

上。但朱子突出与强调道问学及其对尊德性传统的疏忽或弱化，则成为以突出德性传统与人伦实

践关怀的象山心学的实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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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象山心学常常

被视为程朱理学的对立面。至于这种对立的形成，

人们往往求之于象山早年就已经形成的所谓“宇宙

内事，乃己分内事”之类的高远异见来说明；要么就

认为是受了王顺伯、张无垢之类的佞佛之徒的影响。

所以，当黄宗羲著《宋元学案》时，就既有所谓“两家

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１］的感慨，同时又不得不

以所谓“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２］

来漫相牵合。这说明，黄宗羲就已经搞不清朱陆之

学的真正关系了，所以不得不以这种两可之说来双

向牵合。实际上，象山心学完全是作为程朱理学的

继起者与纠偏者出现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程朱理

学“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１］的理论规模，也就

不会形成陆象山“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式的主

体性凝聚；如果没有程朱理学格物致知与读书穷理

之类的“道问学”铺陈，也就不会形成陆象山“切己

自反，改过迁善”以及“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之

道德实践式的指点。而象山心学的这些特点，首先

表现在其崛起的社会历史条件中。

一、象山心学的主体基础与

思想资源

　　任何思想的形成都必须具有一定的主体基础，

象山心学也不例外。陆象山出生于南宋一个九世同

居、阖门百口的大家族，是其父母的第六个儿子。从

其祖上来看，其八世祖陆希声在唐代曾官至宰相，五

代末其家因避战乱而迁居金溪。但进入宋代后，其

祖上似乎并没有出仕的记载，其高祖、曾祖不过是

“以学行重于乡里”而已。到了其祖、父两代，就开

始“究心典册，见于躬行，酌先儒冠昏丧祭之礼行之

家，家道之整，著闻州里”［２］。从这些记载来看，陆象

山成长的环境显然属于那种读书明理的乡绅之家，

而其特殊性则在于其家族既有很强的乡土根底与较

严的家教，又能够以儒家典册见之于躬行，行冠婚丧

祭之礼于其家，从而成为州里闻名的大家庭。除此

之外，其家族虽然大，且九世同居，但却说不上宽裕，

到了象山这一代，还主要是通过药疗与家塾来维持



生计的。陆九渊回忆说：“吾家素无田，蔬圃不盈十

亩，而食指以千数，仰药疗以生。伯兄总家务，仲兄

治药疗，公（三哥九皋）授徒家塾，以束修之馈补其

不足。先君晚岁，用是得与族党宾客，优游觞泳，从

容琴弈，裕然无穷匮之忧。”［２］可见，象山的家庭虽然

说不上宽裕，但却属于乡土根基较重的大家族。不

过，从其父亲直到晚年才得以“与族党宾客，优游觞

泳，从容琴弈”的情况看，起码说明象山早年的生活

还是比较清贫的。

虽然如此，象山祖上以来严整的家教与家风却

始终保持着，所以始终维持着一个上百口的大家庭。

其长兄陆九思甚至还撰有治家格言一类的《家问》，

而其在训诫子弟方面“不以不得科第为病，而深以

不识礼仪为忧”［２］。这无疑表现了其家族对礼仪的

极度重视，当然，也许是因为其药疗、家塾两种作业

本身就足以谋生，所以是否出仕并不影响其一家的

生计，而这种“不以不得科第为病”的训条自然会将

儒家经典及其礼仪精神推向人伦日用领域，所以又

会促成行冠昏丧祭之礼于其家的家风。在早期教育

上，象山５岁就开始读书，个性与领悟能力似乎都很
强。比如：“?角时，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

亦尝语人曰：‘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

类。’初读《论语》，即疑有子之言支离。”［２］这样的记

载虽然大多都是出自其弟子的追述，难免存在着文

饰与夸大的成分，但也体现了象山弟子对其思想与

学术特点的充分自觉。

象山科考出仕较晚，这大概与他的思想常常不

合时流有关。他自陈说：“吾自应举，未尝以得失为

念。场屋之文，只是直写胸襟。”［２］显然，这是一种极

为自信的态度，但这种“直写胸襟”的风格可能也会

造成其困于场屋的事实，从而使其能否出仕也就真

正成为一个“遇”与“不遇”的问题了。

绍兴三十二年（１１６２），当象山２４岁以《周礼》
中举时，他就在《举送官启》一文的末尾写道：“某少

而慕古，长欲穷源，不与世俗背驰而非，必将与圣贤

同归而止。忘己意之弗及，引重任以自强，谓先哲同

是人，而往训岂欺我？穷则与山林之士，约《六经》

之旨，使孔孟之言复闻于学者。达则与庙堂群公，还

五服之地，使尧舜之化淳，被于斯民。”［２］这确实是一

种远超时俗的高远志向，也洋溢着一种孟子精神。

所谓“穷则与山林之士，约《六经》之旨，使孔孟之言

复闻于学者”，自然是指对儒家学理的阐发而言；至

于所谓“达则与庙堂群公，还五服之地，使尧舜之化

淳，被于斯民”，则显然又是指其出仕与为政而言

的。而“穷”与“达”的一以贯之，正是孟子“穷则独

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３］精神的活用。而在当时，

所谓“穷”与“达”，首先取决于科举考试中的“遇”

与“不遇”。但从这一志向可以看出，陆象山已经以

孟子的“穷达”之论为自己画出两种不同的人生了。

在当时的社会与文化氛围中，这样一种志向也

就决定象山必然会以孟子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资

源。所以，当象山多年后开始设帐讲学时，弟子曾问

及他的所学授受，他明确地回答说：“因读《孟子》而

自得之。”［２］而在《年谱》中，这一说法又被作了这样

的表达：“子南尝问：‘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曰：

‘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也。’”［３］从“自得之”到

“自得之于心”，也就明确地交待了一个基本事实：

象山之学不仅是所谓“自得”之学，而且还是因为读

《孟子》而“自得之于心”的心学，这显然是将孟子的

“自得”精神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与精神传统来运

用的。所以，在与友人的论学书札中，《孟子》一书

及其思想观点也就成为他的主要援引对象了。比

如：“人非木石，安得无心？心于五官最尊大……

《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

也。’又曰：‘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又曰：‘至

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异于人

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

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又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

曰‘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所贵乎学者，为其欲穷

此理，尽此心也。”［２］

在一篇书札中能够如数家珍般援引孟子的思想

观点，不仅表明象山对《孟子》一书的熟读精思，也

是明确地以孟子精神走向宋代理学所面临之社会现

实的。而在其讲学中，象山更是明确地以继承孟子

精神、阐扬儒家道统意识自居。比如他自我期许说：

“韩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固不敢诬后世无贤

者，然直是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

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甚事？”［２］很明

显，发扬孟子精神、阐扬儒家道统，就已经成为象山

进入宋代社会的主体基础及其自我定位了。

二、从佛禅到科举———

理学崛起之双向扬弃

　　宋代之不同于隋唐时代的基本特征，首先就在
于它既是一个典型的文治社会，同时又是一个由中

小地主所构成的平民社会。作为文治社会，主要是

相对于唐末五代以来的武将专政并以重文轻武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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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策来防范武人专权而言的；而作为平民社会，又

主要是因为经过唐末五代农民战争的打击，魏晋南

北朝以来的世家大族已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代

之而起的则是以一家一户、自我耕作为存在方式的

中小地主。但唐宋之间的这种重大转向也为儒学的

复兴———所谓理学（道学）崛起制造了一种特殊的

障碍：在北宋，这种障碍主要表现为佛禅之学的普遍

流行；到了南宋，这种障碍又主要表现为由科举制之

普及，从而导致士人溺于功利之精神层面的流荡失

守。所谓两宋理学，主要在克服、扬弃这双重障碍中

艰难前进的。

关于北宋在理学崛起时代所面临的佛禅之学的

流行状况，只要看看理学家张载“自其说炽传中国，

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

道”［４］的感慨以及其弟子范育在为《正蒙》作序时所

提到的“其徒侈其说，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

不能谈，必取吾书为证”的愤恨，再到二程兄弟“昨

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

之”［５］之类的回忆，也就完全可以看出当时佛禅之学

的流行状况。所以，对于宋代社会的思想状况，余英

时先生就在其名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概括

说：“皇帝崇信释氏，士大夫好禅，这是宋代政治文

化的一个基本特征。”［６］

但是，由于宋代已经成为一个由中小地主所构

成的平民社会，加之赵宋统治者为防范武人专权所

采取的“重文轻武”基本国策，因而也就促使宋代的

科举制空前普及起来。在当时，科举制的普及既有

与赵宋皇室之文治国策相适应且相互促成的因素，

同时还有引导士人向儒家人伦纲常回归并向朝廷索

要出路的因素。所以对宋代而言，无论科举制的普

及与发展在思想上能否真正起到与佛老之学相抗衡

的作用，仅从其必须通过科举出仕这种进入社会官

场之形式与渠道而言，却无疑起到了与佛老争夺人

才的作用。当然这一点也并不那么绝对，因为直到

南宋，就是后来成为理学宗主的朱子反而是采用习

禅才通过科举考试一关的，比如朱子就曾回忆说：

“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一日在病翁

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

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

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

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

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

得举。”［７］

作为理学宗主的朱子以禅的意思去“胡说”，居

然考中了进士，这对于理学来说无疑是一种具有讽

刺意义的现象，但又是绝对真实的事实，这一事实起

码说明佛禅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还有较为广泛的

影响，而习禅也往往被视为自趋高明的表现。在这

一背景下，科举制的普及以及其与佛禅对人才的争

夺也就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现象了。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也就完全可以理解朱子

何以要花费如此精力来编著综合北宋五子思想的

《近思录》一书，又何以要用一生的精力致力于《四

书集注》的编撰与诠释。当然，作为理学宗主，朱子

的这些努力完全是为了阐扬儒家的道统意识，以弘

扬先秦儒学的基本精神，但从《近思录》到《四书集

注》的编撰确实为儒家的人伦纲常提供了一种足以

与佛老相抗衡的理论依据；而从当时及其以后所发

挥的作用来看，则《近思录》与《四书集注》也为朝廷

的科举考试在统一士人思想方面提供了法定的教科

书。所以，一提到《近思录》与《四书集注》，朱子就

有如下感慨：“修身大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

《近思录》详之。”［７］“《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

录》，《四子》之阶梯。”［７］“圣贤说得语言平，如《中

庸》《大学》《论语》《孟子》，皆平易。《近思录》是近

来人说话，便较切。”［７］

《近思录》之所以能够获得朱子的如此高评，一

方面在于它是北宋五子思想的一种汇编与集成，同

时又构成了理解儒家之《四子》、《六经》的阶梯，加

之其又具有“近来人说话”的特点，因而也就更加切

近当时思想界与士人精神状况的现实。

这样，朱子通过《近思录》的编著，既统一了北

宋五子的思想，也为科举考试以及当时的士人提供

了一种理想的为人为学之榜样与范本；通过《四书

集注》的编撰与诠释，又较为彻底地将士人精神统

一到孔孟儒学上来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

能理解朱子“《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

《四子》之阶梯”一说的深意，也才能理解宋元以后

朱子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法定教科书、而

朱子学则成为两宋理学集大成者这一历史的选择。

但在当时，这一选择只是一个开端却并不是完

成；而朱子学的疏漏与薄弱环节，正成为象山心学崛

起的历史契机，也是其能够对朱子学发挥救偏补弊

作用的重大机缘。

三、“切己自反”———象山心学的

崛起及其特色

　　在说明象山心学对朱子理学的继起关系及其救
偏补弊作用之前，让我们先看象山早年的生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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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其早年的生活经历中概括其为学的基本特色。

已如前述，象山出生在一个九世同居、阖家上百

口的大家族，而其早年生活是这样度过的：“……晨

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

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

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８］而在

象山的记忆中，其早年的经历属于一种典型的“事

上为学”或实践中为学，而这种“事上为学”也在其

以后的为学经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比如他回忆

说：“吾家合族而食，每轮差子弟掌库三年。某适当

其职，所学大进，这方是‘执事敬’。吾家治田，每用

长大镢头，两次锄至二尺许。深一尺半许外，方容秧

一头。久旱时，田肉深，独得不旱。以他处禾穗数

之，每穗谷多不过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已。以

此中禾穗数之，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每一亩所收，

比他处一亩不啻数倍。盖深耕易耨之法如此，凡事

独不然乎？时因论及士人专事速化不根之文，故及

之。”［２］

从这些早年经历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象山确

实是所谓“事上为学”，也可以看出其从生活实践中

所激发的深入思考；至于以种田为例来批评当时学

界的“速化不根”现象，则可以说是对当时学界风气

的一种明确批评。所以，丁为祥曾根据象山借“鬻

扇”一讼来指点其弟子杨简当下理解“如何是本心”

时概括说：“这种随机指点……也显现了象山为学

的一个典型特点，这就是一定要将儒家的学理放到

现实生活中来落实、理解；而这一特点又隐含着一条

生活实践与道德体验相结合的为学进路。”［９］

那么，象山究竟如何看待当时的学界风气呢？

在他看来，由于科举制的普及，当时的风气也就表现

为“科举取士人久矣……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

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

要其志之所向，则有与圣贤背而驰矣。推而上之，则

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

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责哉？”［２］面对这种现实，更值得

反思的则是当时的道学领袖们又形成了一种所谓

“传注益繁，论说益多，无能发挥，而祗以为蔽”［２］的

现象。这样一来，象山也就由对科举制影响下的学

界风气之批评进一步指向专门以读书穷理训学者的

朱子学了。

在象山看来，要从根本上改变当时学界追名逐

利的风气，首先就必须从“义利之辨”入手，从而展

开一番“辨志”式的反省。只有在这一语境下，我们

才可以理解象山何以对“辨志”，尤其是“义利之辨”

如此重视。比如其《语录》载：“傅子渊自此归其家，

陈正己问之曰：‘陆先生教人何先？’对曰：‘辨志。’

正己复问之：‘何辨？’对曰：‘义利之辨。’”［２］对于傅

子渊的这一应对，象山高调表扬说：“若子渊之对，

可谓切要。”［２］作为象山的高足弟子，傅子渊自然理

解“立志”与“义利之辨”在整个象山心学中的重要

地位，所以象山《语录》中也就有这种比喻性的说

明：“学者须是打叠田地净洁，然后令他发奋植立。

若田地不净洁，则奋发植立不得。古人为学即‘读

书然后为学’可见。然田地不净洁，亦读书不得。

若读书，则是假寇兵，资盗粮。”［２］

在这里，如果“田地不净洁”，即“立志”或“义利

之辨”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澄清，亦即所谓为学之

发心动念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从而一味地格

物致知、读书穷理，那么只能导致“假寇兵，资盗粮”

的结果。显然，在为学之入手上，象山的“义利之

辨”确实较为准确地把准了当时学界之病的脉搏。

甚至，象山对当时学界尤其是朱子学的这种补

充与纠偏作用在他们的初次相逢———朱陆鹅湖之会

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比如象山弟子朱亨道记载

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

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

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

人为支离，此颇不合。”［７］

在朱子看来，为学自然要格物致知、读书穷理，

因为“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

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

件与他理会过”［７］。但在象山看来，如果作为发心动

念之“志”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么一味

地格物致知、读书穷理将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这只

能是所谓“假寇兵，资盗粮”。所以，在尊德性与道

问学的关系上，虽然朱子已经承认自己“平日所论，

却是问学上多了”［１０］，但象山仍然不予认可，并回应

说：“朱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

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２］这说明，与朱子重

视的格物致知、读书穷理之类的道问学相比，象山心

学则准确地抓住了具有决定作用的价值观上的“立

志”问题。实际上，这也是象山心学对于朱子理学

的一个重大纠偏。

但在《宋元学案》中，为了弥合朱陆之间的分

歧，黄宗羲在征引了陆象山《祭吕伯恭》一文中的

“追惟曩昔，粗心浮气，徒致参辰，岂足酬义”［１］之

后，又援引朱子的书札说：“其别与吕子约书云，孟

子言学问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

子里。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

更不知有己，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虽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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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亦何益于我事邪？与何叔京书云，但因其良心发

见之微，猛醒提撕，使此心不昧，则是做工夫底本领。

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若不见于良心发见

处，渺渺茫茫，无下手处也。”［１］

实际上，黄宗羲这种做法与王阳明的《朱子晚

年定论》一样，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只能使两家

的分歧成为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虽然朱子也

有对自己“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的检讨以及寻

找“良心发见处”的反省，但这种检讨与反省毕竟不

是朱子学的主调；而其反省也不可能将朱子后学

“从册子上”引导到“良心发见处”来。在这种条件

下，以“切己自反，改过迁善”［２］为根本指向的象山

心学对朱子理学构成了一种重大补充。

四、结　语

　　关于朱陆之间的分歧，清代的历史学家章学诚
曾有一段著名的评说，他认为：“宋儒有朱、陆，千古

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１１］所谓

“千古不可合之同异”，当然是指他们面临着不同的

时代任务而言；而所谓“千古不可无之同异”，则是

指因为他们之间的先后继起与相互补充，所以能够

较为全面地展开了理学的追求与关怀。所以，突出

被朱子之重知主义所弱化的尊德性传统及其对人伦

生活的实践落实，这就成为象山心学崛起的历史机

缘，也是其心学的一种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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